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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诈集团“提供生活保障行为”司法认定的问题与对策

◆李正山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 新乡４５３０００)

【摘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为当前诈骗犯罪的主流类型,在电诈集团犯罪愈演愈烈的当下,应当着重予以打击.但

由于电诈集团人员组成与分工的复杂性,在对电诈集团成员进行量刑时,应当根据各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对诈骗集团实

施诈骗行为的直接作用力大小来认定,通过准确适用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或不以犯罪论处等量刑规定实现精准量

刑,从而在对电诈集团打击时达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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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在近些年的蓬勃发展，为诈骗方式提供了更加便

利的方式和渠道，得益于网络空间在与人交际方面的无边

界、效率高、成本低、“市场潜力深”等特点，诈骗行为人

常在境内外招募人员，以组建犯罪集团的形式，明确分工、

通力合作，使众多受害者中招，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危害。

电诈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为方便管理、提升诈骗效率，往

往通常会组织内部成员进行分工，除了电诈集团中常见的负

责招募人员、培训新人、提供话术、安排工作内容等工作，

以及从事电诈集团中的代理、队长、聊手、财务等在电诈集

团直接实施诈骗构成要件行为的工作外，还有一些电诈集团

的成员仅实施了负责购买集团成员生活用品或提供餐食等生

活保障类工作。 司法实践中，仅实施了生活保障类行为的

犯罪人通常会被以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虽然被认定为

从犯，但由于电诈集团所实施的诈骗犯罪通常数额特别巨

大，当主犯的刑期为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时，即便从轻甚

至减轻了处罚，从罪刑相适应的角度看，其最终刑罚依然较

重。 本文在聚法网数据库以“诈骗”为关键词，以“近两

年”为期检索一次后，再以“生活保障”为关键词，共检索

出１０３个相关案例，刨除无关案例后，本文精选了３个案例

具体如下。

［案例１］ 被告人刘某荣明知他人实施诈骗活动，仍为

他人做饭提供生活保障，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

犯，依法减轻处罚，被告人刘某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１万元。 ［案例２］仇某福明知狄某

孝等人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虽未直接实施诈骗行为，但仍

担任厨师负责该组织内人员的日常饮食，为其提供生活保

障，是该电诈集团的组成人员，应对其参与期间该电诈集团

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 被告人仇某福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案例３］被

告人宋某在犯罪集团开办的专为犯罪集团成员提供生活保障

的超市工作，虽没有直接从事诈骗，但其是为该犯罪团伙成

员的生活保障提供帮助，应认定为诈骗共犯，对其所得依法

应予没收。 被告人宋某在境外参与的犯罪集团是针对境内

公民实施网络诈骗的犯罪，其虽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

节，但不宜适用缓刑，对其辩护人提出的缓刑的辩护意见，

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通过综合分析包括上述三个案例在内的检索结果不难发

现，司法实践对电诈集团中仅担任厨师提供餐食、发放生活

用品等纯生活保障行为的行为人在量刑时，多数判处了二至

三年的实刑，且一般不适用缓刑。 虽然电诈集团的社会危

害性极大，应当着力谴责用刑，但也有些问题值得关注，如

对仅实施纯生活保障行为的人员处以三年左右的实刑是否过

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

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

(以下简称《电诈意见(二)》)中的从轻、减轻、不诉等量刑

情节应当如何适用？ 对此，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论

述，以求对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二、纯生活保障行为对诈骗集团实施诈骗作用力明显不足

诈骗罪是典型的财产犯罪，诈骗罪(既遂)的基本构造

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或继续维

持)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

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 从诈骗罪的基

本构造来看，各环节均围绕着“诈骗行为”及“财产”，故

对电诈集团提供的帮助行为至少要对正犯所涉的诈骗行为及

犯罪所得有关联，才能认为实施了满足上述条件的帮助行为

的人对诈骗危害结果的实现提供了加功，才可以诈骗罪的共

同犯罪论处。 在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实施特定帮助行为

以诈骗罪共犯论处的问题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电诈意见》)

第四部分第３条规定了“主观明知＋客观帮助”的共犯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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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电诈集团共犯的认定时间，应在正犯既遂前实施。

在本质上，帮助行为与正犯的诈骗行为应有物理上的促进关

系或心理上的因果性；在主观上，最少存在概括的明知。

详言之，主观上行为人应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对诈骗具体危险有概括性明知，客观上电诈集团正犯既遂

前，至少实施了《电诈意见》第四部分第３条中八项行为之

一，且该帮助行为对诈骗集团成员实施诈骗行为有物理上的

促进关系或心理上的因果性。 即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行为还提供上述八项行为中的一种或多种帮助的，均认定

为共同犯罪。 本文仅论述行为人实施该八项行为在电诈集

团中以共同犯罪论处的情况，并不包含实施该八项行为的行

为人被认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等其他犯罪的情形。

《电诈意见》第四部分第３条所设置的八项行为中，第

一项至第六项、第八项主要列举了提供通信工具、交易卡

片、结算账户、个人信息、诈骗软件与设备、技术支持、支

付结算、套现和取现等几类较为具体的行为类型。 这几类

行为从帮助电诈集团实施诈骗工作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提供

通信工具、交易卡片、结算账户、个人信息、诈骗软件与设

备)，到电诈集团诈骗着手、实行过程中的具体帮持(技术支

持、支付结算)，再到骗得被害人财产后帮助转移诈骗所得

而套现、取现的行为，全面涉及了电诈集团从准备实施诈骗

犯罪到骗得财产转移赃款的全过程：帮助诈骗预备——帮助

诈骗实施——帮助赃款转移。 如前所述，诈骗犯罪属于财

产犯罪，第一项至第六项、第八项所列举的帮助行为全流程

地涉及了电诈集团实施诈骗犯罪的各项要件，并为电诈集团

诈骗目的的最终实现提供了直接的作用力。

值得注意的是，《电诈意见》第四部分第３条对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直接使用了“提供……帮助的”“帮助

……的”的表述方式，更加明确了该３项行为在诈骗共犯中

的帮助性质，但该３项行为间对诈骗集团实施诈骗作用力依

然存在明显的区别。 第五项行为系行为人为电诈集团提供

电信网络技术服务与支付结算业务上的帮助，国家之所以专

门出台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法规，就是因为电信网络诈

骗造成了传统诈骗不可比拟的不特定、大面积的法益侵害结

果。 因此，第五项中行为人与诈骗实行行为的关联性极

强，作用力极大。 第八项规定的是帮助诈骗正犯将诈骗所

得转移、套现、取现的行为，该类行为是诈骗环节中被害人

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后，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使得被

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重要行为，是实现电诈集团终极目的的

关键一步。 第七项行为类型中，《电诈意见》将“提供资

金、场所、交通”与“提供生活保障”并排罗列，站在社会

生活的视角看，“提供生活保障”这一行为类型包含了提供

衣、食、住、行、财物、基本生活资料等内容，似乎有含义

重叠的嫌疑，但在电信诈骗的语境下，将提供资金、场所、

交通与提供生活保障的行为区分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

先，在电诈集团成立初期，为其提供资金，使电诈集团购买

设备、招募人员、发放工资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这无疑充

当了诈骗分子的“金主”与“天使投资人”，为电诈集团的

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其次，为躲避打击，电诈集

团选址往往具有隐蔽性，司法实践中许多电诈集团甚至将窝

点设置到境外。 此时，电诈集团帮助提供合适的场所以逃

避侦查尤为重要。 最后，电诈集团为方便人员管理，会将

所招募的工作人员集中于诈骗窝点，为安全起见，电诈集团

会提前规划好接送人员的路线，以点对点的形式接送集团的

工作人员。 若集团窝点在境外，还会选择难度更高的偷渡

方式帮助电诈集团工作人员出入境，此时，为电诈分子提供

交通的帮助行为对电诈集团的壮大与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而“提供生活保障”的行为与《电诈意见》第四部分第３条

列举的其他行为相比，对直接实现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作用力

与原因力明显不足。 从电诈集团案例检索结果中可知，为

电诈集团中提供生活保障的行为，主要包括为工作人员做

饭、购买和发放生活用品，该类生活保障类行为系保障电诈

集团人员基本的生理、生活需要的行为，该行为不会直接提

升诈骗成功概率，也不会对诈骗人员实施诈骗提供积极的促

进作用。 例如，看守所的民警给对抗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提

供饮食，该犯罪嫌疑人吃饱喝足后继续对抗侦查。 我们不

会认为该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是因为饮食等生活需要得到了

满足，从而认为民警对该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行为提供了

帮助，进而认为看守所民警因此涉嫌职务犯罪，否则便匪夷

所思。 即便认为电诈集团提供纯生活保障的行为在客观上

维持了电诈集团人员的生理、生活需要，进而保证了电诈集

团的正常运转而具有可罚性，也不能否认该类行为对实施诈

骗罪在构成要件的作用力与原因力上的不足。 因此，在对

电诈集团中实施了纯生活保障行为的人，在量刑时应当与其

他共犯人员进行明显的区分。

三、纯生活保障行为应视情况适用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

或不以犯罪论处

我国《刑法》第２７条的从犯概念中并未采用“帮助”

一词，但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将辅助与帮助在文义上做

等同的理解不会超出二词本身的含义。 许多学者也都持该

观点，甚至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从犯概念中的“次要”

与“辅助”也是同一含义，留其一即可。 因此，可以将《电

诈意见》第四部分第３条规定的八项帮助行为视为《电诈意

见(二)》第十六部分第３款中的“从事辅助性工作”。 实际

上，在电诈集团分子的量刑问题上，更多地将既实施诈骗的

正犯行为又实施了帮助行为的人，或者虽未实施诈骗的正犯

行为但实施了数种帮助行为的人认定成主犯。 但本文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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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行为人在实施了《电诈意见》第四部分第３条的行为被

认定为从犯的前提下，该如何适用量刑的问题。《电诈意见

(二)》第十六部分第３款，特别规定了对在电诈集团与诈骗

团伙中从事辅助性工作并领取少量报酬的从犯，在综合考虑

从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

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情节后，就可以依法适用从

轻、减轻、不诉、免罚以及不以犯罪论处等５种不同的量刑

情节。 由于该规定的适用细则并未明确，司法实践在对电

信诈骗类犯罪从犯量刑时具有较高的随意性，导致电诈集团

成员间的量刑不科学。

在当前严厉打击电诈犯罪的刑事政策影响下，司法机关

通常会优先选择较重的量刑：如案例１中，郑某辉、张某

军、张某担任话务员，利用诈骗话术引导被害人投注，最终

被判处３年６个月至４年的刑罚，而刘某荣除了担任厨师

外，没有实施其他任何直接对诈骗犯罪有直接作用力的行

为，但最终也被判处３年的实刑。 量刑程序的严格性与权

威性影响着定罪程序的说服力与公信力。 若不能根据电诈

集团中各行为人对诈骗行为的作用力贡献的不同做出具有区

分度的量刑结果，《电诈意见(二)》第十六部分第３款如此

层次丰富、覆盖全面的量刑设置将毫无意义。 本文认为，

实践中可将因实施了《电诈意见》第四部分第３条的行为从

而被认定为从犯的行为分为四种情况分别量刑，一是第１项

至第３项，属于帮助电诈集团预备实施诈骗犯罪；二是第４
项至第６项及第７项中提供资金、场所、交通的行为，属于

帮助电诈集团直接实施诈骗犯罪；三是第八项，属于帮助电

诈集团最终实现诈骗目的；四是第７项中的提供纯生活保障

的行为。 在考察各八项行为对诈骗实行行为的作用力与原

因力大小后，按《电诈意见(二)》第十六部分第３款做出层

次分明的量刑结果。 具体而言，情况二与情况三对诈骗实

行行为的顺利进行与诈骗目的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即便认定为从犯，也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予以轻处。

情况一是为电诈集团分子实施诈骗准备工具与条件的行为，

与情况二、三相比相对较轻，可依法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

罚。 情况四中，行为人虽然为电诈集团人员提供了基本生

活保障，但该行为并不会直接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造成直接

风险，应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根据案件所处阶段适用不起

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若情况４中的行为人同时具备《电诈

意见(二)》第十六部分第３款中的其他从轻要件，综合认定

没有刑罚必要性的，可不以犯罪论处。

参考文献:

[１]刘宪权,魏彤．电信诈骗“外围”帮助行为的刑法定性[J]．犯罪研

究,２０２２(０４):２Ｇ１５．

[２]刘明祥．再论我国刑法采取的犯罪参与体系[J]．法学评论,２０２１,

３９(０４):８３Ｇ９７．

[３]宋岱霖,张志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完善进路[J]．山西省政法管理

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２２,３５(０３):７６Ｇ８０．

作者简介:

李正山(１９９２－),男,汉族,河南新乡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刑

法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